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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監控技術設備於刑事司法之實務運用
壹、研究目的
臺灣在近幾年來，陸續發生多起重大金融經濟案件，如之前涉嫌掏空太電公司171億元資產的前財務長胡洪九，掏空博達公司之嫌的董事長葉素菲，因所涉屬重大經濟案件，受波及的投資人高達數十萬人，情節重大，在檢察官辛苦偵查經年後起訴，雖經法官認犯嫌重大而裁定羈押，卻又分別於羈押數月之後，將渠等分別以一億兩千萬、八千萬元之天價保釋金交保，引起社會譁然；今年初又爆發王又曾家族涉嫌力霸集團的掏空案，除王又曾夫婦潛逃之外，王家子女牽連涉案者，目前則進行審理程序仍在羈押中。而觀察以往案例，太多社會囑目重大貪瀆或金融案件之被告在獲得交保後，旋即棄保潛逃，如前立委伍澤元、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台中廣三集團負責人曾正仁、前立法院長劉松藩、訊碟公司負責人呂學仁及共諜案被告葉裕鎮（後改名為葉文淵）等，損傷司法威信至鉅。也因如此，雖然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天價交保事件，卻仍不斷有棄保潛逃之情形發生。反觀美國在處理類似交保案件之過程中，則有較為先進且有效之防制之道，最近一知名案例，即發生於今年二月間的美國女太空人被控意圖綁架及一級謀殺情敵罪名之案件。服務於美國德州休士頓NASA的當時現職(目前已遭開除)優秀女太空人Nowak，疑因感情糾紛，於今年2月初自休士頓開車至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尾隨一名服役於佛州 Cape Canaveral 空軍基地之30歲的女軍官Shipman，並於停車場對其進行恐嚇。Shipman在案發當時立即報警處理，警方趕赴現場時除逮捕Nowak現行犯外，並當場起出作案用工具--BB 槍、橡皮管、手套與一把小刀。法官除准許Nowak以美金25,500元之保釋金交保候傳，並同時應Shipman女士提出禁制令之聲請要求，諭令Nowak須配戴腳踝電子監視感應器，以監控她的行蹤並保護Shipman女士的安全。該案於進行審理前即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掌控被告行蹤，並得以保障特定被害人之作法，其實在美國刑事司法實務上是頗為普遍的
。另外，由於我國已於2005年1月21日立法院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全文修正，並於2005年8月5日施行。其中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增訂對於性侵害犯罪者的電子監控之相關規定。此新制度所涉及的實務面執行情況及法律層面的意義，與傳統處遇方式有極大區別，筆者認為電子監控對於性侵害防治之運用，是否真能有效防止再犯，保障社會及特定被害人之安全，亦值得探討。了解電子監控設備如何以不同於傳統監禁型態之方式，有效監控審前或判決確定前之被告、假釋犯、緩刑者之行蹤，使能運用現代科技，有利於刑事司法政策之判斷及決定。故擬於本文中介紹其他國家在電子監控方面的實務運作，比較我國現行電子監控實務狀況，期所提建議能提供未來相關修法參考。電子監控機制若能完成立法，並有效執行，當可預防案件之再犯、重大刑案被告之潛逃，並可應用於性侵害案件、施用毒品案件等假釋犯之監控等，對於維護社會安全及社會利益，將有立竿見影之實效。
貳、研究過程：

個人有幸於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間，選赴至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 EALS, Harvard Law School)，以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身份，作為期十個月的研究進修與交流。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East Asia Legal Studies，簡稱EALS Program)係於1965年正式設立。目前每年主要邀請十多位以研究東亞地區法律的學者教授來訪。來此中心訪問的各國學者們，藉由一段期間的在地觀察、學習、研究，定期個別報告及參與研討的機會，促進美國與東亞地區學者彼此間的法律文化交流及暸解。本部與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合作交流計畫即由此中心規劃。主持此program的是William Alford 教授，他同時是法學院的副院長。精通中國法制史，也對國際貿易法、智慧財產權法有研究。2006-2007共有19名訪問學者，分別來自台灣五位、中國大陸三位、日本六位、韓國二位、紐西蘭一位、美國二位。多為學者教授，各個訪問學者研究領域都不盡相同，非常多樣化，從公司法、稅法、環境保護法、智慧財產權法、家事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經濟法、國際法、宗教法…都有。去年度其所邀請的訪問學者中，從事法官、檢察官實務工作者，僅一位韓國漢城南部地方法院法官及筆者。

EALS Program 希望藉由此中心促進亞洲學者交流，故要求訪問學者在訪問期間分享研究心得，大家定期輪流報告並參與研討。除了聽取其他訪問學者的研究報告，筆者亦完成了一份「台灣電子監控制度在現行刑事司法實務之運用及未來發展」的報告
，於2007年4月2日在哈佛法學院Pound Hall四樓會議室做了一場一個半小時的報告，全程中除了本人準備的內容之外，也接受現場與會者之提問。筆者花了很多時間蒐集資料、旁聽與主題有相關研究的教授Diane Rosenfeld的課程，並在她的課堂上見到麻州前代理州長Kerry Healey(目前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主持相關研究計畫)及從事相關工作的社工人員，並與他們在課堂上做了簡要的意見交流。這份英文報告於今年三月初完成，並事先交回檢察司；我以該份英文報告內容為主，於四月初以幻燈片輔助方式，做了一場presentation。會後，不少參與的學者紛紛向我致意，表示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研究經濟學領域的日本學者Kuniyoshi Saito先生，還建議我以經濟分析研究方法繼續進行此一研究。也因為在哈佛研究期間諸多的交流，讓我與多位來自各國的訪問學者間建立良好的情誼。
除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的活動，哈佛法學院的正式課程在上個學年度，總計開了300多門課，五花八門林林總總，除了師資豐沛，也是為了因應學生人數的需求。哈佛是傳統的名校，但法學院學生多達2000人，訪問學者也有600多人。每年畢業生有七、八百人，像今年JD畢業生就有六百多人，LLM畢業生有一百多人。雖然到了哈佛法學院如入寶藏，很想什麼寶都挖回來，但畢竟時間精力有限，還是只能以自己業務相關或研究主題有關的幾門相關課程如Criminal Procedure, Evidence, American legal system, Negotiation, 等課程進行旁聽。在相關課程中，也有教授會安排參觀法院，如在American legal system課程中, Peter Murray教授就帶我們去參觀麻州聯邦地方法院，實地觀察已有十九年資歷的資深法官Judge Young開庭的情況，及聯邦地方法院法官的辦公環境 。另Carol Steiker教授的Criminal Procedure就常邀請美國各地法官、檢察官、律師來為學生現身說法。如此種種，都足以深刻體會美國法律實務工作的現況了。所以，此次研究過程中，除了主要的研究報告為有關「電子監控技術設備於刑事司法之實務運用」這個主題之外，筆者另外有就美國刑事訴訟程序法上的研習心得
，以及在美期間對於美國聯邦檢察官集體遭解職之事件之觀察及感想等
，另外著文，將一併附錄在本研究報告之中，緬懷這段美好的學習期間。 
參、研究心得  
參之壹、電子監控在刑事司法制度運用之概念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傳統之所謂「監控」意指機構內的處遇，與機構外之監控。前者如監獄、看守所內之監管，因受刑人係受自由之剝奪，為了達到獄政管理之效果，故監所方面不論是以管理員之人力或各種科技設備進行對於在監之人之監控都無可厚非；後者則係指對於緩刑者、假釋犯所採取的監控方式，亦即保護管束，而在國外之刑事司法實務上，在審判前經交保停止羈押之被告，法官裁定予以監控，亦所在多有，運用上極其常見。在此，僅探討電子監控於機構外監控之實施運用。

一、定義說明
電子監控(Electronic Monitoring, 簡稱EM )，主要在於提供對於審前交保被告、緩刑者、假釋犯等特定對象，是否確實在其住所或其他指定場所之訊息的一種監督工具。主要區分二種類別：主動式監控設備（持續發射訊號），被動式監控設備（設定式接觸）。但目前更先進的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之監控方式亦愈趨成熟，英國及美國部分州政府亦有採用。至於電子監控計畫(Electronic Monitoring Program, 簡稱EMP )，則是由對上開特定對象有權監控機關，藉由電子監控設備輔助而設定執行之計畫。電子監控於機構外監控之實施運用，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電子科技設備方法防止被告再犯，以及防止脫逃，尤其是針對審前交保或判決未確定的被告。
在美國之刑事司法實務上，視特定對象之各個不同狀況所設計之電子監控計畫，已與類似我國保護管束方式之密集監控（Intensive Supervision Program）
、居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House Arrest; Home Detention）等處分搭配使用，且近幾年使用案例頻繁，已成趨勢。如美國知名之時尚節目主持人Martha Stewart, 因涉及個人股票買賣之證券交易法案件、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名，於2004年7月間，被判處有期徒刑五月，居家監禁五月。法官並裁定其於居家監禁期間，並應穿帶電子手銬或腳鐐方式施以電子監控。Martha Stewart的居家監禁處分施以電子監控計畫中，規定其僅能因個別核准之事項，每週最多離開住宅四十八小時，包括上節目工作。所以，當她於2005年4月間，受時代雜誌之邀，大剌剌地出席該雜誌因其被選為當年度百大有影響力人士所舉辦之慶祝酒會活動時，遂引起各界關注。美國主管部門官員為此表示「將審查上開活動及其行程之性質，核對是否符合先前書面申請之事由」，並聲明「該次出席事件之性質必須與其工作有“具體並實質”的關聯性，如果只是高調的出入公開場合並不適當」
等語。可見電子監控在美國刑事司法實務的運用上已相當細膩。
居家監禁不等同於電子監控的概念，由上開案例應極易理解。居家監禁，指的是針對假釋犯、緩刑者等給予一定時間或者空間的限制，雖然彼等可以自由行動，但卻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居家監禁並不代表其需全天或部分時間需留於家中，而是視處分決定者所裁定的禁制時間或地點來決定，惟受監控者之行動，可事先依規定申請核准事由。
事實上，居家監禁的制裁方式，起源甚早，從巴比倫出土的文物中即有女人遭居家監禁的記載；羅馬時代亦有將犯罪人拘禁於家中或保安官家中的規定。中世紀末，教會對於伽利略的禁制處分亦屬居家監禁的型式。至二十世紀，居家監禁的方式也是共產國家用以對付異議份子的良方。南非在其種族隔離政策時期，亦曾使用居家監禁處分。至於美國，則是自1971年起，為了減低青少年入監的負面影響，才開始讓青少年犯罪者以居家監禁方式替代入監執行；且初時僅限青少年及少部分人口實施居家監禁，因為要能適當的監管居家監禁者，控管的人力須求很高。傳統的居家監禁，必須不定時的家庭訪問、電話追蹤，仰賴人力的監視，耗費極大的時間和成本，且仍難避免有些受監禁者不遵守規定，來去自如，效果不佳。故居家監禁之實施，大多只能適用選擇性的案件。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電子監控設備的發明似乎讓預防再犯、防止脫逃的監禁目的，更能有效達成
。須注意的是，電子監控雖可成為對居家監禁者最佳的監視工具，但其畢竟只是執行手段之一，決不是單獨成為一個制裁處分，應避免在定義上混淆。
二、起源及其適用背景:
(一) 概念源起：

1.蜘蛛人漫畫系列故事(Jackal博士
及其懲罰者Spiderman —Jackal and the Punisher
)。
於 1974年出版發行至今仍風靡全球的這個暢銷漫畫故事，劇情寫道「蜘蛛人棋逢敵手，他的對手Jackal博士是個非常邪惡的教授. 經過十足精細的研發，Jackal 博士發展出一種追蹤器，並設法把追蹤器套戴於昏睡中的蜘蛛人手臂上。蜘蛛人清醒之後發現他的前臂遭此種惡魔式的手鍊給圈住了。如果脫去此手鍊, 此追蹤設備就會爆炸並使蜘蛛人的手臂從此廢而無用；但若戴著手鍊離開，此追蹤器又會暴露蜘蛛人的行蹤，不論行到何處，Jackal 博士都有辦法知悉」。當然，在此故事中，蜘蛛人終究還是戰勝了此種惡毒的追蹤器。

    2.美國新墨西哥州Albuquerque地區法官Jack Love的首度運用

Jack Love法官於1977年間讀到上開蜘蛛人與Jackal博士的漫畫故事；當時他就認為故事中假想的Jackal博士設計的追蹤器若能運用在犯罪矯正領域，應會有很好的效益，會使居家監禁的監督監視功能更為有效。他立刻把這個構想付諸文字，並附上蜘蛛人漫畫本、以及類似有關用來追蹤卡車貨物和動物的機器設備等新聞報導，寄給新墨西哥州的矯正部門參考。但或許是因為這個源自於英雄式冒險漫畫的概念太過前衛，讓人有些難以想像，Jack Love法官這個構想建議就不了了之了。不過，當美國於1980年代初期，由於大力掃盪毒品犯罪，使得美國在新建監獄的數字上在國際間拔得頭籌的情況下，讓Jack Love 法官又回想到蜘蛛人漫畫中Jackal 博士製造的追蹤器。同時，受到1980年爆發了因監獄人滿為患而不幸造成Santa Fe 監獄流血暴動事件的影響，Jack Love 法官決定向他的一位工程師友人Michael Goss，要求其協助製造類似追蹤器的設備—「GOSSlink」的電子監控設備於焉誕生。但這套設備並不是實際用於追蹤犯罪者，而只是以一種特別的機械監控型式，用以確保配戴電子監控儀器者確實在設置於其住處的設備主控器一定距離之內。如果受監控者想移除此電子監控設備，「GOSSlink」電子監控設備就會即時警示並通知主管機關，該受監控者已離開其受限制的區域範圍的訊息。 Jack Love 法官對於此項電子監控設備的研發完成相當高興，並即於1983年適用了第一起電子監控設備的案例
。所以，目前許多學者都認為，針對刑事犯罪者予以電子監控的概念，應是緣起於1974年1月發行出版的這個以蜘蛛人與Jackal博士為主角進行先進科技戰的漫畫故事。
    3.事實上，在1960年代初期就已有相當類似的設備研發問世，並於1969年由哈佛大學心理學家Ralph Schwitzgebel 博士取得專利。 因該套設備遠遠超過當時的科技知識水平，故除了學術上的測試研究之外，並未曾實際應用。這套設備在取得專利之前只用於自願測試的假釋犯、精神疾病病人和研究人員
。雖然Ralph Schwitzgebel 博士在電子監控設備方面乃最早的先鋒研究者，但將電子監控設備成為刑事司法制度上可行的犯罪矯正工具，應該還是以因蜘蛛人漫畫啟發靈感的 Jack Love 法官與其工程師友人Michael Goss居功厥偉。而他們的努力，尤其反應在解決當時甚為嚴重的監獄擁擠問題，而日後此設備亦成了刑事政策上預防再犯的矯正工具。
(二) 刑事司法制度應用電子監控設備的主要理由：
    1. 解決監所容量不足問題：
美國於1980年代初期，開始運用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方式，主要是為減緩監獄擁擠的需求。當時對付毒品的鐵腕政策，使監獄人口不斷上升，面臨必須立即新建獄所的窘迫；刑事司法決策者苦於找不到較經濟的方式保護社區和被害人。但電子監控設備的出現，讓其發現一個可以預防再犯，同時又可避免以收容監禁方式所必須的花費及其負面影響。以臺灣為例，依照法務部發布的統計資料顯示，2007年1月底矯正機關收容人63,206 人，較核定容額53,311人，超額收容9,895 人；而最近的統計資料則為 2007年4月底矯正機關收容人64,279人，較核定容額53,311人，超額收容10,986 人，超收比率20.6%。24個監獄中有18個超收，13個看守所，除連江外皆超額收容
。 此外，2006年12月統計之新入監受刑人有37,607人,較2005年同時期增加了13.3%
 。臺灣監所容量不足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刑法的假釋條文在民國八十至九十年間被修改了三次，假釋門檻從原先的三分之一刑期，轉變成二分之一，再轉變為三分之一，然後又回復二分之一，為適應狀況的反覆應對措施的原因之一。 

2. 社區保護及減少累犯：
電子監控設備應用於性侵害犯罪假釋犯的監控計畫，被視為係保護公眾的極佳方法。使用追蹤系統，刑事司法機關可以監控個人所在場所，以及警示通知任何不合法的移動出入，以確保該被告或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保持距離；亦可避免假釋犯再犯罪，減少累犯率。 
3. 促進更生保護功能：
電子監控計畫有利於法院決定是否採用居家監禁，並提供受監控人在刑期中繼續保留工作、上課進修、接受治療、社區服務，以及仍可與其家人同住的機會。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電子監控設備可說是現時期除了入監服刑之外，最為安全的監控方式。電子監控計畫也是幫助受監控人儘早在其所屬社群中回歸正常生活的一種有效方式。
    4. 增加司法工具選項：
電子監控計畫增加執行司法政策使用工具的選項。將電子監控視為居家監禁的附加設備，對於危險性較高的交保被告而言，此有利於提供法官另一種選項，亦即搭配電子監控設備的處置更符合公平方式的機會；否則如果沒有搭配電子監控，只靠居家監禁的單一方式將無法達成所期待達到的效果。這也是確保審前或交保被告到庭的有效方式，並可避免被告在審判前脫逃。
三、運用電子監控之利弊分析
或許因為電子監控制度的科技導向，致使電子監控設備的使用一直處於爭議之中。贊同者認為此措施至少有三大優點：輔助監控被告、保護公眾安全、節省可觀經費。反對者則認為電子監控是非尋常地入侵、擴大刑事司法網的根源之一，並因而較採用其他適宜之處分方式耗費更多成本。簡析其利弊如下：
(一)優點：
1.居家監禁的適用得以擴大：
如果沒有發展電子監控系統，會有更多的人必須入監服刑。如果在監執行人數有10,000人經評估可施用電子監控，就表示監所內可少10,000人次。這還不包括審前交保被告、得緩刑及假釋者、執行刑期期間保外就醫等特殊情狀受刑人，或其他非發監執行的收容人。讓上開人等能在家服刑，就能讓有限的監所空間保留給更需要監禁的對象。附帶的利益是，監所可以減少因監禁而生的法律責任，如有些受刑人連午餐供應碎餅干之不滿都可濫訟，或指控監所人員容忍受刑人在監所內遭受其他受刑人毆打或性侵害等等；此等難以釐清的實質上法律責任爭議，都可因轉換為居家監禁處分施以電子監控的方式而減少糾紛。
2.解決監所容量不足問題：
減少監獄人口可說是推行電子監控計畫最初始的動力。運用得宜的確可以達成此目的，但前提必須是該等對象若非施以電子監控，就必得監禁者，才有此實益。否則，若是將原本可以單純緩刑、假釋或以其他侵害性較小的控制方式就足以矯正的對象，卻施以電子監控，則只是擴大刑事司法網，而不會對減少監獄人口有任何成效。
3.減少監禁產生的財政負擔：
減少監禁而以電子監控計畫替代的附帶效果，就是因此產生的財政節餘。但若適用對象不當，或是未能持續維持電子監控設備的使用，甚或有其他突發的特殊狀況，都有可能增加電子監控計畫的成本支出或使其能夠節省經費的額度縮小。所以，若期待電子監控計畫能節省財政支出，必須在執行規劃之初就謹慎仔細思量，以績效管理模式在電子監控設備的每日運作功能上，規劃出明確的目的和指標，方能有效達到控制支出、節省經費的目的。
4.與監所設備相比之較低社會成本：
電子監控等社區處遇措施，其「社會成本」較之監所設備係相對為低。因為以社區處遇方式處罰，減少有罪的恥辱，並使參與者仍能維繫與家庭及社群團體的關係，一般人亦對社區處遇的觀感較受監禁為佳。而讓初犯者與少年犯遠離形同「犯罪學校」的監獄，亦是矯正學者一直以來的目標。電子監控制度恰符以上要求，相較於監禁處分，此種社會控制形式顯得更為人道和安全。
5.增加裁判者之司法工具選項：
將電子監控計畫列為社區處遇方式的一種，增加了司法工具箱的選項。作為居家監禁的輔助設備，或考量是否對風險較高的被告予以交保，電子監控設備提供法官就如何裁量處置，提供更為理想的另一個選項，如此或可達成未施以電子監控、只靠居家監禁的單一方式所無法期待達到的效果。這種方式同樣可有效確保審前或交保被告到庭應訊，應可避免或降低被告在審判前脫逃之情形。
6.具備多重處分效果：
支持者認為實施電子監控制度可同時獲致以下四種效果：

(1).預防再犯：
只要主管機關確實監控其行蹤，確保受監控人在家或指定場所，預防受監控人再犯的目的就可達到。惟若常發生忽略警示訊息或受監控人一再違反宵禁規定卻無適當對應措施，則此電子監控計畫就會喪失其可信度，預防再犯的效果亦會大打折扣。而且必須了解，違反電子監控規定的處罰，只對願意遵守者才有意義，如果受監控者無法或拒絕遵守電子監控的相關規定，是沒有辦法預防再犯的，且會導致司法尊嚴的低落。
(2).實質懲罰：
由於施用電子監控設備須在家中設置接收器，受監控者亦須配戴監視感應器，不論就主、客觀而言，都的確有標籤作用的影響。較之其他社區處遇方式，電子監控設備的施用，加深其困窘與不便，實具有相對嚴厲的實質懲罰效果。
(3).心理威嚇：
曾有研究報告指出，電子監控的限制條件有實質上的懲罰性，使得受監控人不願再次經歷。也曾有受監控人要求寧可重回監所，也不願再施以電子監控，因為自認「自我控制的壓力太大」
。可見電子監控的經驗對於遏阻受監控人未來犯行，有其心 理層面的影響。
(4).協助更生：
實施電子監控制度，可直接或間接地協助受監控人恢復或治療。間接方面包括受監控人仍可留在社區內，維繫其家庭關係及工作，有助其正常生活。至於直接的治療取向協助更生方式，在密西根，就有一位假釋官員的作法非常具代表性。比如說，他對於表現良好的受監控者，主動減少積極的毒品測試， 但對於違反任何規定的受監控者，對其行程就很嚴格。他的目的是希望引發受監控人對自我要求的責任感，使其在免除電子監控後，仍能維持下去。使用電子監控設備，影響其在禁戒時間出入及避免進出禁戒地點，協助其改變原本生活習性。確實也有報告指出有些受監控人，在此種科技設備的協助下，較能避免高危險情況(如與施用毒品的友人閒晃)；也比較不會在工作中落跑，因為他們知道假釋官員會立刻知悉他們缺席的狀況
。
(二)缺點：
1.若無周全規劃會影響民眾對其他刑事政策的信心：

有些機關在決定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時，並沒有就其欲達成的計畫目標或如何運作等核心問題考量清楚。這樣的決策就相當危險，也使立意良好的計畫有可能支離破碎，欠缺連貫性，甚而更造成社區安全的疑慮，並導致人民對其他的刑事司法政策信賴度有所不利影響。
2.誇大其成效以及低估其機械上的瑕疵，反遭致負面效果：
電子監控設備只是強化對受監控人監督的一種方法，不應過度吹噓其成效。若低估機器故障失靈的可能性，日後一再發現設備失誤造成警鈴誤響的情形，對主管官員、工作人員的士氣，以及對此設備制度的信賴會是一大打擊。 
3.不當運用反而形成設備浪費：
以各國的實施經驗以觀，若監獄空間足夠，實施電子監控並不會節省經費；或許以人道主義的觀點而論，電子監控計畫對整體社會成本是有利的，但以財政角度分析，在監所不足的地區運用電子監控計畫，才能顯現財務成本效益。   

4.無法確定電子監控的運用是否對減少再犯有實質成效：
由於電子監控屬於相當新的措施，縱使對此有一些研究計畫在進行，但規模仍小，並不能肯定是否有減少再犯的成效。不過，目前的資料似乎顯示，在監服刑的被告與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的被告，兩類型被告就未來是否再被逮捕、撤銷假釋或繼續使用毒品或酗酒的比例，並沒有太大差別；但對於有工作之假釋犯做追蹤，運用電子監控的效果就比沒有運用電子監控的效果來得成功。而且用增加監視及控制被告活動的社區約束方式，並不會減少彼等犯罪行為，反而增加其違反細節的違規可能性。而大部分的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計畫，都著重受監控被告在社區行為的限制，並沒有就予以被告適當治療部分多所規畫，所以有學者認為，此部分若沒有將治療當成整體計畫的一部分，電子監控計畫的預防再犯目標是不會有成效的
。
5.干擾其他家庭成員的負面影響：
一般認為採用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方式，因為讓被告回歸家庭，對其較為有利，而大力倡議；但卻忽略了此種措施對家庭成員的負面影響。因為有家人被施以電子監控，意味著家中成員及其庭訪客都必須承擔家中有不斷的電話測試或執行官員到府訪視的干擾。而且被監控人不得任意外出，使得家中其他成員因此必須忍受被監控人始終在家的情況，或是得自行離家外出，以遠離被監控人。有些家庭暴力之發生，甚至是因為被監控人無法外出而與家中成員互起衝突所導致。
6.電子監控引發受監控者對機械本質限制的挑戰意願，反而使撤銷率增加，導致再度入監者增多：

機器的長期監控，使得部分受監控人易怒，或無法順服此種監督模式，甚至激發其嘗試克服限制的本能，而再度違反規定。
四、實務之運用對象
(一)審前及判決確定前之交保被告：

在審理前或判決確定前，為了防止被告脫逃、湮滅證據，甚至再犯，於程序法上可以行使羈押的手段。然羈押屬於最嚴厲的手段，各國的羈押要件都相對嚴格，故僅在必要時始為之；不過，在考量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是否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之虞、是否有再犯之虞、有無必要性…等要件時，有時的確讓法官在保障被告人權及衡平公共利益的判斷上難以拿捏。另外，實務上對於在押被告或是受刑人，常有需要保外就醫、探視病危家屬等情形，法官做出保釋決定的同時，亦有恐其保釋後逃逸之慮。故將電子監控運用於保釋後的居家監禁(限制住居)，成為頗為常見的刑事司法程序的應用方式。除了前述的女太空人被控涉嫌綁架及意圖一級謀殺案件，經法官諭令25,500美金之保釋及施以腳踝電子監視感器之外，另有一著名案例即於2003年間爆發之中國女間諜陳文英一案
。雖然陳文英在被羈押兩個月後，承審法官准予保釋，保釋條件包括：1、保釋金200萬美元。2、除與律師見面和緊急情況外，陳文英不能離開住所一步。3、陳文英不能接近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及其車輛一英里內。但為便於監控陳文英，聯邦調查局還在陳文英的腳上裝了電子監視器，透過衛星24小時監視，有效約束其行動範圍，一樣達到隔離及確保日後有罪判決執行之效果。最新的一起有關電子監控的報導，則是我國力霸金融弊案主嫌王又曾，因潛逃至美國，遭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指控其非法入境美國案件，於上訴遭到移民法庭法官駁回後，法官決定釋放王又曾。但因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移民局律師並不同意這項判決，已要求移民委員會 (BIA)重新檢視這項決定。因此案尚有爭議，故王又曾雖於台北時間96年8月8日上午被釋放離開拘留中心，但法官特別下令王又曾戴上腳踝監視感應器，以監控他的行蹤
。
(二)施以轉向處分(diversion)之被告：

轉向處分是指刑事被告如符合當地可執行轉向處分程序之資格規定者，檢察官於考量其前科紀錄或緩刑觀護官(probation officer)之意見，可主動提出被告是否接受轉向處分之處理；或由被告律師向檢察官提出建議，待被告第一次出庭時向法官要求施以轉向處分(實務上只要在進入審判前都可以請求)。被告可在審判前依規定參與社區服務、工作教育訓練或接受治療矯正等，一旦成功執行完畢，其被指控之罪名就可被撤銷，而毋須進入刑事審判程序。可施以轉向處分之犯罪，通常以輕罪(misdemeanors)和施用毒品酒精類有關之非暴力重罪(nonviolent felonies)為主。但也有一些州法將家庭暴力犯罪、對兒童施虐或輕忽、交通違規案件、票據法等案件列入可施以轉向處分之案件類型。若係因施用毒品酒精類有關之非暴力重罪、家庭暴力犯罪、交通違規案件遭處罰之被告，多會被歸類為適合運用電子監控計畫之對象，因對於此類型犯罪之被告，電子監控可促使其提醒自我控制，並可保護公眾、社區安全及特定之被害人。被告執行轉向處分之費用須自行負擔，此項費用或許比判處罰金還高；但對被告有利的是其可接受治療以及避免留下犯罪紀錄(但逮捕紀錄仍在)。轉向處分之做法極似我國現行之緩起訴處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一定事項，其中第五款之義務勞務、第六款之戒癮治療及精神治療、第七款之保護被害人安全、第八款之預防再犯措施，參照美國刑事司法實務之做法，亦皆可以電子監控方式配合。
(三)緩刑及假釋之被告：
大部分的社區處遇、保護管束制度，除了著重公眾安全的保護，重點在於重塑或治療犯罪者，希望有助其重行適應社會化、恢復新生的功能；但電子監控設備的運用，主要目的乃是希冀提供一種較經濟的監控方式並能強調社會安全的保護，尤其對於性侵害犯罪人施以電子監控，更廣泛被視為一最具成效之方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第93條第1項之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者，於緩刑期間需受保護管束，特別是對於犯妨害性自主罪、妨害風化罪、強盜海盜強制性交罪、擄人勒贖強制性交罪者；另外如因執行第74條第2項第5款至第8款所定之事項者，即義務勞務、戒癮治療精神治療等處遇措施、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預防再犯所為之命令，亦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同條第2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因此類型被告受保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若端賴有限之觀護人力，執行效果不彰。故電子監控設備問世之初，以電子監控設備彌補社區處遇、保護管束方式人力不足之思考即快速瀰漫。我國目前實務上之傳統作法，雖仍由各地檢署觀護人，專司保護管束事務，定時或不定時查訪緩刑者，或要求緩刑者定時到地檢署報到；不過，94年1月間經立法院修正通過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即修正對於觸犯性侵害犯罪的緩刑或假釋，且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經評估符合一定要件者，觀護人即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後，輔以科技設備監控，此亦為目前我國對於實施電子監控設備唯一有明文規定者。
(四)我國適宜運用電子監控處分之其他相關規定：

1.家庭暴力犯罪保護令之執行：
雖然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0條規定，保護令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警察機關應依保護令，保護被害人至被害人或相對人之住居所，確保其安全占有住居所、汽機車或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須品。同法第22條亦有警察人員發現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現行犯時，應逕行逮捕之；即非現行犯，但警察人員認其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有繼續侵害家庭成員之危險時，亦得逕行拘提之規定。但在實務上，對於家庭暴力犯罪之執行保護令措施，被害人只能自我防範，並無預防之道。對於警察機關而言，警力有限，實難要求派駐足夠人力全天候守在被害人之住居所附近。即使施暴者違反保護令，接近被害人之住居所，或根本再次對被害人施暴、威脅，危害其安全之情形發生，恐怕警察機關之即時趕至，亦僅能處理再次發生之施暴事件，難以達到保護令之危害預防目的。此種情形若能配合電子監控設備之運用，於被害人所在處所的電話機加上接收器，並要求施暴者配戴手腕或腳踝之電子監視發射器，一旦施暴者接近法院保護令裁定的禁制範圍，接收器得以接收電波，而能立即發出警訊或通知警察，如此被害人與警察都會同時知曉，就能有效執行保護令措施。
2.監護處分：
依據刑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其情狀若足認有再犯或危害安全之虞時，令入適當場所施以監護。而此項監護處分，依據同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得以保護管束代之。此類行為人精神心智狀況不穩定，易對公眾安全或特定被害人形成不安之影響，故不論施以監護處分，或是以保護管束方式，若能運用電子監控設備，對於此類對象如有隔離需要或遠距管理，較能有效管控並節省人力。事實上，1960年代初期由哈佛大學心理學家Ralph Schwitzgebel 博士在取得專利之前的試驗性電子監控設備，就是為能防止精神病犯走失所設計的。

3.施用毒品者之禁戒處分：
現行刑法第88條第1項規定施用毒品成癮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實務上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令施用毒品者，入戒治所內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但就此情形，於其他國家就有運用電子監控設備在其他場所，甚至家中矯治之替代方案。較先進的作法，更可於電話線中，外接尿液測試器，由受檢者按時提供尿液受檢，並可立即回報結果。

4.酗酒者之禁戒處分：
刑法第89條第1項規定，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此係基於維護社會公共安全之立場，而考慮施以禁戒之必要。酗酒本身並非刑法所處罰之行為，我國現行刑法就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犯行則設處罰規定。實務上對此類犯罪行為，視其情節及是否初犯，多有予以緩起訴或緩刑之適用。對於酗酒者在刑之執行前之禁戒處 分期間，或在緩起訴、緩刑期間對於因酗酒犯罪之被告，若能運用電子監控設備對彼等為追蹤監控，應可減少因酗酒行為再犯之機率。對酒類測試之電子監控設備並不複雜，美國即有於監控設備外接呼氣筒之設計。

5.強制工作處分：
刑法第90條第1項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雖然在勞動場所中如技能訓練所內已有相當嚴密的防範管理，惟依賴人力之管控仍不免疏漏，如能輔以電子監控設備，應更能有效避免脫逃情形發生或預防難以管控之受處分人間隱性爭鬥。

五、電子監控之方式技術及最新發展
隨著科技技術的成熟，電子監控設備亦不斷演進，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一)主動式監控設備（持續發射訊號）：
這種方式是目前所普遍採用的，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1.發射器（Transmitter）：
此種發射器可以發出一定頻率之電波訊號，受監控者多配戴於手腕或腳踝，現今電子科技發達，發射器之尺寸幾乎就像一般手錶大小，此種設計係考慮儘量減小標籤作用。至於其發射範圍、距離，一般由法院來決定。

2.接收器（Receiver）：
訊號接收器則需安裝於受監控者住居所或指定場所的電話機上，唯有在電波發射的範圍內，接收器才可能收到訊號，若收不到訊號，表示受監控者已逾越範圍，電話機就會馬上回報監控中心。

3.監控中心（Monitoring Center）：
隨著電腦科技發展，監控中心完全採用電腦化已不是問題。一旦受監控者家中之訊息接收器無法接收到發射波時，即對監控中心傳輸警訊，監控中心電腦收到此訊號後，立刻將此訊息直接傳輸給當地警局以及假釋官。當警察或假釋官接收到此訊息時，監控電腦同時也會傳輸相關訊息，如接收訊號的最後時間點、被告當時可能位置等，警察即可循此追緝違反規定的受監控者。

主動式監控設備是目前使用最普遍之監控方式，其能有效掌控受監控者的行蹤，但若受監控者違反禁制規定，逕行逃離接收器的監控範圍，則最終仍須出動警力進行追緝逮捕。對於有心脫逃者而言，此種監控方式仍有難以克服的缺點。
(二)被動式監控設備（設定式接觸）：
此類監控設備較有效之使用方式介紹如下：

1.聲音確認：
利用聲波的檢測，以確定是否為本人接電話。此種監控方式必須先存取本人聲音，作為比對原本；但若受監控者身體不適，如因感冒致聲音沙啞，就有可能產生誤判的狀況。

2.視訊監控：
即影像電話。於電話機裝上監視器，將視訊系統安裝於電話機上，再由監控中心以定時或不定時的方式打電話，以查對受監控人是否在家。此種方式有影像確認，基本上難以規避查核。但若受監控者未為接聽時，仍需仰賴執行監控者為進一步查詢，無法立時判定其是否違反規定。

3.配合追蹤器：
為了防止受監控者利用電話線路轉接方式規避查詢，遂有於電話機上加裝接收器，再令受監控者配戴手腕式或腳踝式發射器的設計。但須在一定距離的範圍內，該接受器才收得到，一旦逾越電波接收範圍，接收器就收不到；所以，若受監控者在打電話之同時，確有視訊傳回其本人畫面，但並無法接收其訊號，即可懷疑受監控者是否利用轉接方式規避。
被動式監控方式需要人力執行監控，故囿於人力，多半配合宵禁方式，惟限以宵禁期間監控，受監控者白天時間之活動又成一大漏洞。且若未未能與受監控者順利接通電話，亦未必代表其係故意違反規定，故為確定原因，仍需派遣警察或執行監控人員前往查詢。如此一來，則欲藉電子監控設備節省人力、有效監控的目的，事實上並不易達成。
(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美國國防部研製的一種全天候的，空間基準的導航系統，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間的軍事用戶連續地精確地確定三位位置和三位運動及時間的需要。它是一個中距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98%）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密度的時間標準。該系統的組成包括太空中的24顆GPS衛星；地面上的1個主控站、3個數據注入站和5個監測站及作為用戶端的GPS接收機。最少只需其中4顆衛星，就能迅速確定用戶端在地球上所處的位置及海拔高度；所能收聯接到的衛星數越多，解碼出來的位置就越精確。不僅可用以測知接收用戶端的精確位置、移動速度，甚至其移動方位都可知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讓電子監控設備更往前邁進一步。此系統藉由衛星的三角定位，傳送監控物體的即時確實位置所在；例如將發射器配戴於被監視者的手腕中，權責監控機關即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時精確地追蹤被監視者的活動，而且不論被監視者是否在家，都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指出其所在的位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原本是為軍事目的而發展出來，爾後由於衛星科技急速發展，其精密程度，甚至可偵測到如高爾夫般大小的物品。這類科技隨後逐漸開放給民間，當然也大量運用於刑事司法，如監控受刑人、假釋犯及緩刑者。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加州等，已於2000年開始試驗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配合居家監禁之執行方式，成效甚佳。且因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屬於無線傳輸，無須任何電話線配合，其為二十四小時的監控模式，可以隨時找出受監控者之位置。即便受監控者逃往國外，也能被衛星所標定，真可謂讓受監控者無所遁形。但這類裝置儀器精密，價值昂貴，且須克服天候、地形，以及地球上雜亂的電波干擾，欲實現這種監控，必須該國家擁有衛星，且衛星本身需足夠精密才行。
參之貳、電子監控技術在各國刑事司法實務之運作情形
一、美國 ：
美國電子監控制度的發展，因為1980年代的監獄擁擠危機，而引進刑事司法領域，並以之為法院課刑方式的一種，不只是用以為短期的交保條件方式。雖然在使用電子監控之前，已有居家監禁的措施替代入監執行，且明顯較監禁執行之費用節省，但隨著各地居家監禁的案例擴增太快，為了維持並確保訪視監督的功能，執行居家監禁計畫在矯正部門的預算上仍然居高不下。所以當科技可以提供一種持續且獨立測試的監控方法時，很快地這種新科技就使用上路了。
前述的開創使用電子監控新局的新墨西哥州法官Jack  Love，最初構想其實是認為把酒後駕車以及白領犯罪者等非暴力犯罪型態的受刑人的監禁方式，從有暴力風險的監獄環境裡隔離出來較為妥適。1983年，他第一個適用電子監控的對象是一名違反假釋規定的受刑人，用意在於測試是否可以此限制頗多的新方法來取代立即的入監處分。幾乎同時，佛羅里達州的Palm Beach也自1984年持續使用電子監控制度迄今。接下來電子監控制度的成長非常快速，四年之後，全美39州有5500人使用電子監控，並且於1993年之後，全美五十州都實施應用電子監控制度了
。直至2002年，社區處遇矯正計畫中約有13%的被告或受刑人是施以電子監控的，估計約達每日9,706人次。此後，電子監控人數一直維持這樣的穩定狀態
 (詳細人數如附表)。不過刑事交保被告運用電子監控設備的人數，一直都無法精細核算，因為多是各地區警局以小規模的方式施行，且大部分未留下紀錄。
有趣的是，在沒有任何研究報告具體指出運用電子監控係一定有利的結論下，雖然還是有成本和科技的問題待克服，使用電子監控設備的案例卻還是成長快速，原因何在？一般認為有以下三個主要因素？（一）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1980年代，美國的犯罪人口趨於嚴重，例如密西根州在1989年間，每九個星期就有新增一所監獄的需要。（二）人們對科技力量的迷思。事實上，科技本身無所謂好壞，而是在運用科技設備時是否包含了合理性及人道的考量，才有評斷好壞的意義。（三）對社區監督保護管束的執行能力有所質疑。 美國傳統的緩刑付保護管束處分，是介於罰金刑和徒刑的中間處分；由於此類案件大量增加，使得監督官員與緩刑者的接觸愈形減少，有些轄區礙於人力，甚至僅以電腦文書往來取代到府訪視。裁判者和社會大眾即開始對此種方式有所省思。故當電子監控設備問世，監督官員自然希望以電腦科技輔助人力訪視，也使得電子監控制度大量擴展。
美國實施電子監控的經驗，初期成效其實頗有疑問，原因之一在於無法控制電子科技設備的穩定性，合併當時客觀環境如閃電、收音機電波頻率接近、嵌有金屬的壁紙、電話線品質不佳等因素都有可能阻擋發射訊號的接收。所以即使監控官員可以有效執行計畫，但各種難以預料的科技設備出狀況的情形仍時有所聞。不過二十年來科技日新月異，設備問題已有大幅改善。原因之二是對象選擇的問題。當時實施電子監控的對象，多半僅施用六個星期以下，並不嚴峻，而且每天須繳美金15元以上的費用，換言之，只限於小部分實施者。於此，Schmidt教授於1989年提出報告批評，當時三分之一的施用電子監控對象是酒後駕車或道路交通違規者，可見大部分電子監控計畫僅是配合科技設備的能力在使用，並沒有更深層的考量。
另一方面，即使是實施期間較長的電子監控計畫，似乎預防再犯的成效也並不佳。加州在三個郡內實施電子監控的初期，發現超過六個月監控期者，居然有高達35%的違反率和逮捕率
。而在喬治亞州以及亞利桑那州的數據報告更顯示，使用電子監控使得再犯率加重
，而且因為刑事司法網擴大的結果，一併也增加了矯正部門的成本花費
。至於印第安那州的研究則顯示，電子監控與人為監督，兩種方式沒有特別明顯差異，成效差別不大
。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運用電子監控制度初期的另一個挫敗是涉及貪污的問題。密西根州、伊利諾州、佛羅里達州都曾有官員因實施電子監控而與廠商有利益糾葛，而遭革職的案例；另一個伊利諾州的個案更顯諷刺：一官員在籌設電子監控機制完成後，自己竟因被控貪污，認罪後亦遭電子監控
。即便如此，在目的明確、慎選實施案例對象(例如：以有工作為要件)，並且謹慎規劃(例如：配合強制毒品測試)後，密西根州在初期的實施經驗，以電子監控期間的成功執行率超過90%來看，還是相當成功。而且相較於監禁被告之每人每年成本約美金15,886元，電子監控每人每年之成本僅約美金4,380元，顯然大量地節省經費，加上受監控人平均每人每年繳交之費用美金1,825元，更是大大減低了此項經費支出
。密西根州當時的成功經驗，其主事者Perry Johnson功不可沒。首先，他沒有因為其時的電子監控設備這股科技熱潮，就採取絕對的運用，反而以(一)電子監控方式可以降低對公眾危險性的重大違法者才適用，(二)藉過往執行經驗仔細擬定可行方案，(三)謹慎選擇適用之科技設備，(四)對被告之初期違反行為予以特別注意等標準及方法，將此新制度運用得宜。這個作法也使得立法者與社會大眾，對於電子監控度可以謹慎地運用一節，抱持高度滿意，密西根州也是全美運用電子監控制度最有成效的一州。 
附表： 

	   年度(year) 
	電子監控人數(Offenders on EM/HC on survey date)
	資料來源(source)

	1985
	17
	Beck and Klein-Saffran, 1990
; Berry(1985)
.

	1986
	95
	Renzema and Skelton,1990


	1987
	826
	Renzema and Skelton,1990

	1988
	2,277
	Renzema and Skelton,1990

	1989
	       6,490
	Renzema and Skelton,1990

	1989-1995
	大約   6,500
	Harrison and Karberg, 2003


	1996
	       7,480
	Gilliard, 1999


	1998
	      10,827
	Gilliard, 1999

	2002
	       9,706
	Harrison and Karberg, 2003


二、英國：
英國早在1981年間，就有一位小說家兼電影製片者Tom Stacey，在當時以Sunday Times記者身分製作入監訪察報導後，大力倡議電子監控方式以減低監獄人口。他認為利用科技設備不僅可以滿足保護公眾安全以及懲罰被告的必要，也可能有預防及遏阻再犯的壓力。但這個概念並未被當局接受，他就於1982年1月成立了被告監控協會(Offender Tag Association, 簡稱OTA)，並提出有關實施電子監控的詳細方案，卻仍然遭到當局拒絕。但此方案嗣後卻被美國在發展電子監控計畫時作為基礎。1988年，英國內政部長John Patten在參訪美國此項措施後，在泰晤士報專訪提到「電子監控計畫值得考慮」，並且認為「如果能說服民眾，懲罰被告可以不必讓被告在監獄內，而且是安全的，就有必要增加對被告的控制程度，以及加諸被告對自我紀律的要求；而電子監控或許可以達到此一目的」。他認為初步最適用的對象為(一)交保被告，(二)以社區處遇方式無需羈押即可達相同處罰目的者，(三)假釋犯。這個看法受到當時報章媒體的支持，民意調查顯示，85%的讀者支持實施電子監控，然而多數官員因見到美國實施以後引致刑事司法網的擴大所生後遺症，而對此制度態度多所保留。直至1989年，英國的電子監控制度，才從刑事交保被告開始執行。最初僅在Nottingham、North Tyneside，以及倫敦的Tower Bridge實施。至1999年1月，始將電子監控計畫運用在刑期末期的受刑人。

早期實施成效不佳，第一個被監控的被告，因為電子監控設備總是顯示他違反宵禁的規定，使得警察老是得在深更半夜去訪查狀況，但事實上他都在睡覺，卻反而因此徹夜難眠。也有竊盜犯才剛返家施以電子監控不到十分鐘，就輕易地脫去手腕監視感應器，逃逸無蹤了。甚至還有電子監控被告潛逃好幾個星期，被發現時才知其又犯了殺人案。所以在1990年實施電子監控的初期，媒體對此新措施的評價是「完全失敗」，半年期間只有50名被告被施以監控措施，遂評論認為連法官都對此新措施沒有太大信心，且難以界定適合的實施對象。而這50名被監控人，就有11個交保被告再犯，18個違反保釋的其他相關規定。
隨後於1991年的刑事法法案，就將宵禁施以電子監控的規定作為一種社區處刑的方式，並經由修正案方式納入1994年的刑事法與公眾規約之中。宵禁規定可使被告在指定地點一天待二至十二小時，期間最多六個月。宵禁可以為單獨的處罰，也可以與其他社區處罰方式結合。1997年6月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有455名被告被課以宵禁處罰並施以電子監控，對象中有8%是婦女、12%是青少年，且成功率超過80%。當時試辦區域三分之二在英國西北部，且施用案例有逐漸穩定的成長。這使得內政部官員宣布進一步擴大實施對象除交保被告之外，再包含滯納罰金被告、重覆實施輕罪之被告，以及青少年犯罪被告。
在英國，運用電子監控的主要犯罪類型有以下幾種：竊盜犯及夜間侵入住宅竊盜者、酒後駕車者、強姦犯、毒品案件相關罪犯。施以電子監控者，有半數以上前曾受徒刑，但這並非指電子監控即為監禁的替代方案，只是表示至少希望朝此方向進行。大曼徹斯特地區法官Alan Berg就非常支持使用電子監控制度，他認為有以下優點：(一)持續監控可遏阻並預防再犯(二)可確定不遵守規定的違反情狀(三)對於已適用過各種處罰方式的被告，有一新的處罰措施課罰(四)配合宵禁時段適用各種違犯行為。換言之，其認為在社區處遇與徒刑之間，電子監控的運用可以填補進來，使處刑方式更為完整。
其實，對於很多被告而言，施以電子監控的處罰比坐監還難以忍受，因為他們必須學習自制、負責任，努力遵守規定，但這對他們日後卸下電子監控設備後的生活大有助益。所以，現在在英國，對於電子監控的適用爭議，已不再討論「是否要使用？」而是轉化為「如何能適用得更好？」的議題了。
三、加拿大：
加拿大實施電子監控主要是自英屬哥倫比亞地區開始發展，即1987年8月起開始在溫哥華試行，很快地各地都跟進實施，但在人口較少的西北區卻無法繼續進行計畫，因為可運用案例少，反而效益上不經濟。通常以刑期已滿二年以上之假釋犯優先考慮其適用，但仍須評估其風險性，以及考量是否留住「中途之家( half-way houses )」對其較適合。電子監控在加拿大的發展，最初對象是針對週期性的如假日刑期受刑人，但不久之後，也讓一般成年受刑人若符合特定條件者
也可適用。而且監控期限多為短刑期，其限制條件與宵禁時間都儘量務實規畫，亦可就臨時性可不受監控的狀況進行協商。早期加拿大實施電子監控時曾有一段不甚完善的經驗，原因是安大略省的執行官員，因為預期實施電子監控可以節省大量經費及成本支出，竟於1996年間關閉所有該地區的中途之家，以挹注所有預算於新的電子監控計畫
。但電子監控並不適用每一位被告，故此決策在當時遭受很大的挫敗。事實上，電子監控對象必須經過篩選以確保受監控人適應個別監督計劃，且不會使社區安全受到危害，該計劃之執行才有可能成功。
四、澳洲：
澳洲自1991年起就已在西部地區運用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制度，不論是羈押候審或處刑(但須被告經處以十二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且至少服刑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狀況都可適用。尤其是新南威爾斯，1997年時就訂定居家監禁法案及居家監禁規則，且為避免刑事司法網的擴大，對於適用居家監禁對象的評估，僅限於曾處以徒刑者，並排除性犯罪、重大暴力犯罪、運送毒品主謀者之適用。其主要考量著眼於(一)是否對家人或社區其他成員有潛在威脅性，(二)居家監禁命令能否成功執行，(三)保障全體居民的共同活動。
澳洲矯正部門對於使用電子監控所訂定的內部規章相當廣泛並嚴格，包括禁止吸毒、飲酒(並須接受監控測試)，以及要求工作計畫、職業訓練或其他有生產力的活動。而且並不以初犯或白領犯罪者為監控對象，反而強調反覆實施犯罪者，但未必著眼其是否為重大犯罪。澳洲的電子監控制度實施之初，其目標就很明確地設定在減少監獄人口，同時予以被告適當並合理的懲罰。
澳洲南部地區於1989年開始，對於交保被告以及假釋犯實施居家監禁的措施。電子監控設備是居家監禁措施發展的一部分，尤其強調其花費少以及可信賴度。因為不能保證電子監控設備沒有瑕疵或故障的狀況，所以人為接觸的監督訪視以及案件管理還是相當重要。但電子監控可以提升監督的程度，並增加此措施的司法與公眾信賴度，所以澳洲政府對於電子監控制度的實施，曾有此結論「若無損及此措施的可信賴度及可行性的狀況下，電子監控措施是不可能中止的」
。     

五、瑞典：
相較於美國、英國，多年來歐洲國家對電子監控多持抵抗的態度，對於實施電子監控於刑事司法的運用，並未有顯著具體化的成效。但自1994年起，從瑞典、荷蘭至英國，電子監控制度倒是在歐洲建立了基礎。但三地各有不同的發展。瑞典在運用電子監控制度之初，即很明確地認為電子監控不能定位為獨立的處罰方式，而是「治療計畫的一部分」。在瑞典對於電子監控的定義，只限於「以電子監控方式的加強監督」
。所以其主要目的有三：(一)監禁的有效替代方案、(二)減低其負面效果、(三)減少監禁成本。因為瑞典本身對於宣告刑期後的執行方式很有彈性，除非是宣告刑期很長的重大案件，否則並不要求對被告立即發監執行，通常是讓被告接到通知後再去執行。此種方式不僅避免監獄擁擠的問題，也因考量被告的個別狀況而在執行過程中有所彈性。所以學生可以等考試結束、業務員可以等公司重要的商展落幕、甚至農人可以等收割完成後再去執行，相當務實、人性化，也有成效。所以法院在施用「以電子監控加強監督」措施時，實務上並不會另發命令，不論是因為法律強制規定（如酒後駕車的處罰須一併施以電子監控）或是為預防再犯的情形，都隨著宣判時一併宣告。在瑞典，刑度的長短決定是否施用電子監控，通常需符合以下條件：1.宣告刑期二個月以下，2.有適當住居所可裝設電子監控設備，3.有工作或有意願工作；在學或擔任義工並至少有兼職之工作，4.有意願參與矯正部門安排之「個人改變計畫」。而且，如有需合併戒治毒品和酗酒，也須配合相關計畫，以及就使用設備付費。 
六、荷蘭：
荷蘭自1995年起，自北部地區開始運用電子監控制度於緩刑個案。初期成效相當良好，1997年的120個案例，只有一名受監控人再犯，執行完成率超過90%。故其司法部即思將試行區域擴展至全國。荷蘭的電子監控制度可運用在二種類型，一為對於判處六至十二個月有期徒刑者的替代方案，一為對於重刑犯所餘一至六個月假釋期間的社區處遇。此種方式使個人與外界有更廣泛的聯繫，一般認為對家庭生活有積極正面的影響。而且因為在荷蘭，大部分適用電子監控者係重刑假釋犯，所以並沒有刑事司法網擴大的憂慮，還有學者認為這種措施是協助早日重返社會的好機會。因為運用電子監控，使其早日有機會建立有秩序的生活，可以工作、接受訓練以及治療，早日適應長期脫離社會後的變化。     
七、新加坡： 
新加坡的電子監控制度主要用於吸毒犯的在家假釋計畫，是強制治療程序的一部分。該國的強制治療計畫是全國毒品政策的一環，除了必須對毒品供應者強悍制裁之外，也要著力於毒品需求者的減少。早期的運用方式，吸毒犯必須接受二年的社區監督計畫，以及六個月的電子監控、定期尿液測試、小組諮詢及就業輔導。但因為這樣的計畫顯得過於嚴苛，隨後的修正方案就是視吸毒者毒癮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監督計畫。不過，電子監控仍然在大部分監督計畫之保釋後階段，為執行宵禁的重要措施。而且，為了更深入了解運用電子監控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及狀況，新加坡政府在電子監控系統使用之前的初期操作訓練階段，還要求40名執行官員，配戴電子感應器二至四星期
之測試期。其於新措施上路前的謹慎態度可見一般。
參之參、實施電子監控引發之爭議
一、擴大刑事司法網適用的問題：
        由於電子監控的確是設計用來從「監禁」的型態轉換成「在家服刑」的形式，「至少一半」的電子監控受監控者是自監禁處分轉換的
。然而，有些受監控人對社區而言並無危害性，卻被裁定為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處分，而非施以限制較少的其他社會控制方式；其實後者之處分對此類型違法者應更為適當。刑事司法網的擴大對於社區處遇制度其實是個隱性的風險。有學者就憂心認為受監控者其實是「被迫」使用電子監控
，因為僅提供「監禁」與「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二個明顯有落差的選項，本質上是缺乏真實選擇要素的。又若電子監控計畫的目的主要在於節省經費的話，則會出現即使被告違規或再度入監的機率很高，還是會加諸彼等額外壓力於同意選擇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當除了監禁之外，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自然「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就成為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了。惟若被告其實經評估以較少限制的方式，如單純假釋或緩刑，即可達成矯正效果的話，則僅提供上開二擇一的強制選項，對其而言顯不公平。故執行電子監控計畫的官員，應謹慎審查適用電子監控的對象，以避免無端擴大刑事司法網。
二、電子監控設備瑕疵或其故障衍生之問題：
        使受監控人配戴電子監視感應器固得使人力監督有限的問題獲得疏緩，但電子監控設備系統本質上畢竟是機械工具，如果發現受監控人有違反規定情事，在決定是否撤銷受監控人的緩刑或假釋並將他們再度送返監獄執行刑期之前，必須檢視其違反事由之「證據」是否足夠。何種文件或證明可讓負責決定處分的法官足以認定其行為違反電子監控規定？依據監控中心主控電腦產生的資料就可認定？還是一定要執行人員確認並證明其違反行為始得認定？受監控人可以在決定他們是否違反以及如何違反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規定的法院程序中，質疑電腦產生資料的說明事項及其正確性嗎？這些都是對於實施電子監控於道德層面的重要考量。我們可以忍受我們的社會是將一個人的命運，完全放任由不知是誰設計，並且可能會故障或設計並不妥善的非完美機器來決定嗎？
        如果電子監控設備將有所毀損或違反安全的訊息回報，刑事司法機關應如何回應，看起來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但實務上卻會讓負責人員陷入困難的窘境。因為電子監控設備並非操作簡易或安全無比，有時候還會發出錯誤的警示訊息。美國於實施電子監控設備之初，就曾有電子監控設備發出受監控人離開住居所的訊號，但實際查證，卻是家俱阻擋了發射器與家中接收器彼此間接收訊號的功能的案例，而且各式各樣的錯誤訊息層出不窮。故有論者認為發生狀況時，一定要經過監控人員親自電話確認或到府查證受監控人是否在家
，不能僅依靠電腦訊號做認定。有研究指出，如果法院對於違反電子監控規定採取零容忍政策的話，就會大大減少緩刑官員親自查證受監控人實際情況的必要性。如此一來，就很難避免有些受監控者因違反電子監控規定的原因再度入監，但事實上卻並無真正毀損設備或違反規定的遭曲解情形。吾人於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時，必須對此類問題予以重視並有配套措施及預防之道。
三、電子監控設備之使用及付費方式所生之公平性問題：

運用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處分，另牽涉到向受監控人收取費用可平衡財政但是否公平的問題。許多人擔心向參與電子監控計畫的受監控人收費的影響。如果收費太高，將使得無法負擔之人不能聲請進行電子監控計畫，這意指他們還是得受監禁處分。允許有資力的違法者得以金錢免牢獄並非妥當的政策。為解決此問題，大部分的電子監控計畫收費是有彈性的，得視低收入的聲請者狀況而使其負擔較少的費用。若仍有電子監控計畫排除無法負擔費用者的參與，可能會有違憲爭議。
四、電子監控之決定及其正當程序：
     (一)在美國實務運作上，關於電子監控之決定，需由法官告知相關的禁制規定以及違反規定的效果，並由法官決定是否施予電子監控。被害人亦可藉由聽證程序，提出其意見，甚至可在被害人之要求下，讓被害人亦裝設接收器，以瞭解加害人是否接近，此種作法在家庭暴力案件的保護上，效果頗為顯著。前所介紹的女太空人Nowak涉嫌危害情敵之案件，法官除准許Nowak以美金25,500之保釋金交保候傳之外，並同時應被害人Shipman女士提出禁制令之聲請要求，諭令Nowak須配戴腳踝電子監視感應器，以監控她的行蹤並保護Shipman女士的安全。
     (二)我國目前對性犯罪假釋犯的電子監控實施，則由檢察官決定。依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係由檢察官指揮執行業務，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而電子監控設備之使用，既僅為一種執行保護管束方法之輔助手段，則視犯罪類型之需要以個別法律分別訂定執行要件，並由檢察官決定適用與否，以假釋犯為刑事科刑之執行對象，假釋期間之保護管束由檢察官指揮觀護人依法執行而言，我國現行法制狀況尚無不當之處。
(三)惟審前及判決確定前之被告，若有實施電子監控之必要時，由於各國均視電子監控設備為輔助監視之方法，並不視其為獨立的強制處分﹐故建議宜修正刑事訴訟法有關限制住居條文規定﹐增加「為限制住居時﹐檢察官、法官得命輔以科技設備監控」等條文文字。
     (四)在決定是否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時，考量相關權利涉及者之參與意願，將對此制度之實施成效有相當影響。此包括被害者、受監控者之同居人，以及受監控者之學校、工作場所與其所屬社區之參與意見。
一旦加害人為假釋或緩刑，雖然被害人遭重複被害的可能性不高，但畢竟會對被害人造成一種恐懼，故聽取被害人意見有其必要；也可在被害人參與意見之過程中，探詢其是否有安裝接收器的意願及需要，以加強對其之人身安全保障。

而對於受監控者之同居人而言，因一旦受監控者實施居家電子監控，則與其同住之家人或第三人，勢必因此種監控機制所必須隨附的義務(如接受電話查訪或親臨訪視等)遭受干擾，致有個人隱私權利受侵害之疑慮。故法律規定必須明確規範電子監控的界限，防止彼等被過度侵害。故除事先徵得同意之外，刑事訴訟程序中「責付」之概念，或可在此層面納入考量。即在徵得其同居家人同意下，將受監控者交由其同居家人負責；此不僅能使受監控者更能遵守電子監控之規範，亦可讓受監控者之家人因參與此電子監控制度，且具受責付者之身份，較能了解相關規定易於配合，尚不失為一符合現實的作法。

至於受監控者所在的學校、工作場所，甚至所居住的社區，雖均為權利涉及者，亦有讓其表達意見之必要；惟畢竟屬大範圍之社群，不若前二者與受監控者之關係密切，若將參與者權利擴大至此，反增加問題之複雜性，故此部分以徵詢其意見即應已足。一般而言，除特殊之與公共利益明顯有違之社會囑目案例，應審慎考量其社會評價、反對聲浪造成之負面影響之外，此類參與者之意見保障應不如前兩者。

五、實施電子監控的法律爭議：

一旦科技愈趨發展，成本愈經濟時，案件就會愈趨使用電子監控模式。未來不論是公部門使用或私人使用電子監控系統，都會促使電子監控的發展相對容易；如此一來，就有論者質疑：在喬治歐威爾著名的「一九八四」一書中，所想像的未來社會控制網絡，擴大至人們的一言一行都在嚴密的監控下，且電子科技設備成為政府施壓工具的情景到底會不會發生？
   對被告而言，同意使用電子監控可以免於坐牢，故接受度很高；但對於與其同住的家人而言，家中成員強制宵禁並時時有電子監控設備干擾生活，不論是外在環境或內心壓力都相對大增；生活習慣亦會因生活中的細節(如為因應監視查訪所受使用電話的限制等)而有所改變；最重要的是，家中突然變成受監控的監獄的感受。故在歐美各國，實施電子監控最主要的二個法律爭議，就在於使用電子監控是否有損害個人基本權的違憲性，以及違反電子監控規定時，如何認定其違法？
(一)違憲爭議？
實施電子監控，對被告的隱私權或多或少有所侵害，但在美國因必須先徵詢被告同意，故從未因是否違憲而遭質疑。縱使被告同意，係因若其不同意將承受更嚴厲處分(如羈押)，但此種同意的性質，畢竟使得執行機關有理由干涉被告的生活和家庭，如果法律規定更嚴苛的話，甚至可以限制其行為。惟在實施電子監控的過程中，所有對被告的規範要求，必須符合以下幾款條件：1.與公眾保護有關或與被告恢復更生有關，2.清楚明確，3.合理，4.合憲。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規定，係為避免被告遭受不合理的搜索扣押，立意重在保護被告隱私權。但使用電子監控設備並不是「搜索」或「扣押」，且並不侵害被告在家中的言論與行為權利，故無不可允許的理由；美國法院一般亦視電子監控為加強監督的一種方式，並不認為施以電子監控的處分有何違憲性的爭議。
至於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則賦予個人於供述時之無自證己罪的權利，而電子監控設備，基本上僅顯現個人的位置行蹤，與上開保護權利無涉，故一般而言亦無此爭議。雖然有不少在美國實施的電子監控計畫，連結了酒精測試或毒品測試儀器，但受監控者之配合酒精測試或毒品測試，是否即可認為此種方式係在「身體上」自證己罪而有違憲的疑義？不過，「身體之自證己罪」畢竟不同於「供述之自證己罪」，此疑慮顯已超出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範範疇。多數學者亦認為電子監控制度並不是一種殘酷不正當的懲罰。
(二)違法爭議？

        電子監控計畫在斷定受監控人是否違規的程序上，必須仰賴電子監控設備的訊息。而此證據的準確性及適法性如何判斷？其實一直有爭議。曾經發生的一件德州上訴法院的案例
，被告因判重刑入監，他聲請在上訴期間保釋，並同意於晚上九點至早晨八點之間接受宵禁處分施以電子監控。在宵禁期間，執行監控人員通報該轄區的主管機關，受監控人於晚間九時十三分許離開允許範圍，至十時十分才返回；法院於翌日得到通報後，隨即沒收其上訴保釋金並重行命令逮捕他。此案件在當時有如下之爭議：1.此案唯一對其不利證據即電腦產生的報告是不是傳聞證據？2.監控電腦列出的資料並不見得完全可靠，且作證的執行官員對於此科技設備的設計理論亦不了解。但法院支持沒收其上訴保釋金的決定，理由如下1. 監控電腦列出的訊息資料，並不須藉由人力協助、觀察或製作報告才產生，故非屬傳聞證據。2.電腦正常操作下所產生的證據準確性是否可信賴的問題，在本案中因監控設備製造廠商在一有違反情況時，即為立即的接觸與回應，可見電腦當時操作正常，且主管監控機關人員亦曾為相同的檢測；反之，上訴人並不能就此提出反證。上訴人則僅提出三名證人證明在該宵禁時段，上訴人有遵守規定在家而已。而法院最終並未採信該三名證人之證詞。3.法院曾就本案單純的電腦設備與相對複雜許多的呼氣測醉器設備或聲音辨識設備的電子監控儀器作一比較，並要求有更具體的證明，如樣品測試以檢驗其準確度，而且也要求熟悉了解監控設備設計原理之合格儀器監督人員到庭作證，解說並鞏固測試的結果，以證明當時的機器反應解讀正常。
        儘管如此，上開法律爭議仍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就主動性電子監控設備之追蹤監控本質，還是引起是否違反憲法上對隱私權保護的質疑，以及對於監控者未能就已知的違反情況回報的責任問題、電子監控設備製造廠商的責任問題、證據採納的問題等，有種種的爭辯。

        所以，在電子監控這個新領域，確實還有很大的法律爭議空間；而在電子監控設備產品製造人與主管監督機關之責任爭議上，迄今亦難以釐清解決。

參之肆、我國實施電子監控之應用現況：

一、法律依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於2005年1月間經立法院修正通過，並於2005年8月5日施行。與電子監控有關之本條條文內容節錄如下：

1.第20條第3項條文內容為「觀護人對於實施前項第四款、第五款之受保護管束加害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後，輔以科技設備監控。」

此為目前對於實施電子監控設備唯一有明文規定者。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故得使用電子監控設備之情形者，依同法第20條第2項第4款及第5款之規定，限於觸犯性侵害犯罪的緩刑或假釋，且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
2.第20條第2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之內容為「觀護人對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指假釋、緩刑之情形)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採取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遇方式：…四、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行者，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五、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有於夜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施以宵禁。」亦即僅性侵害犯在受緩刑或假釋期間而付保護管束，並受指定住居所或宵禁處遇者，得依第20條第3項之規定施以電子監控。
3.第20條第8項內容規定主管機關「第二項第六款測謊之機關（構）、人員、執行程序、方式等及第三項科技設備之監控方法、執行程序、機關（構）、人員等，由法務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二、實施要件: 

由以上法律規定可知，以臺灣的實施狀況而言，電子監控本身並不是一種懲罰。實施電子監控，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必須假釋或緩刑付保護管束之性罪犯，經評估有施以身心治療輔導之必要，且須經過觀護人評估符合一定要件者，經報請檢察官許可，始得以電子監控作為性罪犯「指定居住處所」或「宵禁」的輔助措施。故電子監控有嚴格的條件限制：1.必須是性侵害犯，2.必須受緩刑或假釋並付保護管束，3.必須有一定住居所；如無一定住居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行者，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4.有於夜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施以宵禁。 所以，臺灣目前電子監控的實施僅能說是一種強化性罪犯於假釋或緩刑後就其因「指定居住處所」或「宵禁」的輔助措施或方法之一。  

三、實務案例

(一)已婚的四十八歲男子潘思賢，曾經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卻以計程車做為犯罪工具，於民國八十年間，連續五次強盜搶劫女乘客的財物再強姦得逞，是當時大台北地區的「計程車之狼」。 在服刑數年之後，於民國九十四年假釋出獄，現與家人同住桃園縣，且有長達二十一年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病史。他被評估為再犯率高且屬精神不穩定的假釋犯，所以當電子監控設備初次於九十四年九月間開始實施應用時，潘思賢即被擇定為適用影像電話與監視器隨時監控的對象，並強制夜間宵禁。事實上，這套「性侵害假釋犯影像電話監控」系統屬暫時替代機制，因為法務部所採用的RFID電子監控設備其時未及完成建置。又因使用影像電話監控設備並對其施以強制夜間宵禁，使其必須在晚上八時至翌日上午七時的指定監控時間內，未得允許不得外出，且負責監控的當地地檢署所屬法警也會隨時打電話至其住處，要求其親自透過影像電話通話
。
(二)未婚的二十五歲性侵害假釋犯「阿明」，在問題家庭中成長，自小親子關係欠佳，染上吸食毒品的惡習。曾經吸毒後，竟於夜間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對女性遊民性侵害，幸好及時被人發現而未得逞。出獄後目前被安置在 某輔導協會，接受牧師照料及心理諮商。因其係在保護管束期間，且有在夜間犯罪的習性，故亦於九十四年九月時被擇定為實施電子監控的對象之一。他的情況如前案例，亦因法務部所採用的RFID電子監控設備其時尚未完成建置，故暫時以影像電話監控的方式，配合宵禁時間並禁止隨意外出。
 
(三)四十八年次居住於台南市的李姓男子，有贓物、竊盜前科，曾於飲酒後在清晨強制猥褻上課途中的國小女童。於服刑三年二個月的刑期後，於九十五年七月間獲得假釋，並付保護管束。因為他拒絕觀護人協助就業，而且仍有酗酒行為，加上一人獨居無適當社會支持，以及對女性存有仇恨、輕視等偏見，經過觀護人綜合評估其身心治療輔導紀錄後，決定報請檢察官於九十五年十一月間實施電子監控，他也是在臺灣使用RFID電子監控設備的第一例。該名性罪犯須戴上「腕帶型發訊器」，是環狀、外觀如大型手錶，可戴在手腕或腳部，若配戴者不希望被發現，可以戴在腳上、穿長褲掩飾，以保護自己的隱私。配合宵禁的措施，其監控時間自晚上10時起至凌晨6時止。此外，為加強監督，觀護人並將該名性罪犯以核心個案列管，除每個月約談、訪視外 ，並結合轄區警察複數監督，以及請受過專業訓練的觀護志工協助每月訪視，提供輔導與人際支持，給予更多的輔導與關懷。同時期，臺灣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共有7名性罪犯等待安裝監控設備
。依據法務部目前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人數，至96年2月底累計執行21名個案；且法務部已通函要求各地檢署全面逐案進行個案評估，採取科技設備監控預防再犯
。 

四、監控方式 

(一) 影像電話(自2005年9月起迄2006年11月)   

因為法務部所採用的RFID電子監控設備未及完成建置系統，遂先於2005年9月起暫時實施「性侵害假釋犯影像電話監控」。此系統包括電話聲音及即時影像的傳送。藉由在該假釋犯家中設置影像電話，並連結設於各地檢署法警室的中央電腦系統，將原來僅有聲音傳送的電信服務，藉由寬頻網路，發展可同時將「即時影像」進行傳送，使通訊雙方除了通話，還可透過螢幕確認對方。受監控之性侵害假釋犯基本上必須親自透過影像電話對監控官員的確認予以回應，以證實其在場。此即所謂的被動監控系統(passive system)。

(二) RFID電子監控設備(無線射頻辨識技術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自2006年11月起用迄今) 
「RFID電子監控設備」包括訊號發射器（配戴於性侵害假釋犯手上，外型類似手錶）、訊號接收器（裝置在性侵害犯住處）及監控平台電腦設備（裝置在法務部的中央監控中心主機與各地檢署）。受監控人可將發訊器配戴在手腕，也可配戴在腳踝，家中則裝有一具讀取器，只要離開讀取器30公尺範圍（意即離開家中），讀取器即會發出異常訊號，觀護人透過電腦設定的伺服器查詢異常訊號，即可得知是否違規外出，一旦假釋犯違規外出，檢方可撤銷假釋，作為處分。這也就是所謂的主動監控系統(active system), 也是目前最廣為使用且較可靠的電子監控系統。法務部已添購150套「RFID電子監控設備」，加強對有再犯之虞的性侵害假釋犯的電子監控計畫
。   

五、各界反應 

臺灣許多關心婦幼問題的組織或團體，對於這個新措施都表達相當的支持度。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同時也是家庭暴力防治法起草人的高鳳仙法官，就公開表示對於性侵害假釋犯的登記制度以及社區布告通知，不僅能確保被害人和社區成員的安全，也能有效避免假釋罪犯再犯
。也有人質疑電子監控這個追蹤設備新措施以及登記制度，有違被告或假釋犯的人權保護。然而，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就認為，這個制度不應該被視為係違反人權的設置；相反地，她認為這個新措施可以避免性侵害假釋犯再度入監，而係對於保護彼等人權的有效制度
。 

事實上，由於臺灣目前採用的RFID電子監控設備，外型近似腕錶，縱使性侵害假釋犯使用該等設備被監控，也不會造成行動不便或有負面標籤效果，以求在社會安全之外，兼顧性罪犯的人性尊嚴及人權保障。此外，據目前實務上之經驗觀察，以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例，該署除對性侵害假釋犯予以電子監控之外，也請觀護志工協助訪視性罪犯，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心理支持，亦即在嚴厲的電子監控下，同時給予心理上的輔導，以預防其再犯。在經過觀護人的用心輔導後，該名被監控的性罪犯對於電子監控措施亦能接受，認為能協助其自我控制，不會產生強制猥褻的想法，幫助其避免再犯
。  

六、實施成效 
雖然法務部於2006年底建置完成「RFID電子監控系統」的科技設備，截至2007年七月底，已執行五十一人次，現仍有二十一人受監控；目前這些受到電子監控的對象僅針對已判刑確定、假釋中的性罪犯。但究竟其實際成效如何，目前仍很難有定論；即使如美國已實施二十餘年，對於是否對預防再犯有成效，亦沒有明確的數據支持，因為電子監控的實施在世界各國仍屬相當新的領域，故相關的研究評估報告尚有未足。故儘管各界期待這個新措施能夠減少性侵害犯的再犯率，但這個目標是否能夠達成仍有待觀察。不過，參考美國實施電子監控制度以來的各項統計數字，電子監控計畫的施行似乎值得推行(詳前揭附表)。美國雖係實施電子監控的前鋒部隊，但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瑞典等其他國家其實也不遑多讓，各地都有支持使用此種新科技，而荷蘭、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國家，現時都有運用電子監控技術
。雖然電子監控技術的運用還是相當新的領域，但相信此制度未來在臺灣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七、未來展望

除了對性犯罪假釋犯施以電子監控之外，就審前被告尤其是涉嫌犯貪污或重大經濟金融犯罪的交保被告，對其施以電子監控目前也有事實上的迫切需要。負責刑事犯罪政策的主管機關法務部，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同時也是決定如何施用電子監控科技設備之監控方法、執行程序、機關(構) 、人員等執行事項的主管機關。法務部也計劃能將電子監控實施的對象擴大應用至審前被告，並巳積極進行專案研究未來對涉嫌貪污、性侵害及經濟掏空等重罪案件，針對偵查或審判中的被告，若獲交保在外，均可實施電子監控，以防止逃亡。對於重大刑事案件之處理因應，確保該等被告能到庭應訊、接受審判並無障礙地切實執行刑期，應是全國人民的期待。目前此部分正積極進行研擬修法中。
肆、建議事項
一、重大貪凟經濟犯罪之審前交保被告應儘快納入電子監控實施對象
審前階段的監控可以讓被告以有限的經濟支出而不用耗費數星期數月的時間 在監，得以返家等待審判，電子監控增加了法官執法措施的選項。換言之，電子監控提供法官另一種司法裁量的機會，以達到羈押被告及准許被告保釋的處分所不能獲致的成效。隨著電子監控設備的出現，現時應不僅將其適用於性犯罪之假釋犯，也應考慮未來應用在重大案件之審前交保被告。確保涉嫌重大卻在進入法院審理程序前暫時交保的被告能準時出庭應訊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社會囑目的重大案件；而電子監控能協助警察得悉審前交保被告的行蹤。若交保被告在審理程序前能輕易地遁逃，對於司法威信顯是嚴重打撃。故對於重大貪凟經濟犯罪之審前交保被告儘快地立法納入電子監控實施範圍，有其必要性。由各國的實施經驗，大多有對判決未定讞的被告施以電子監控的制度，其中美國實施電子監控相當頻繁，亦未侷限於貪凟或重大經濟犯罪。如前所介紹的女太空人涉嫌恐嚇謀殺情敵案件、中國大陸女間諜案件、名主持人涉嫌證券交易法金融犯罪案件、非法移民案件等等，都可施以電子監控。故在美國的實務運作上，對審前交保被告施以電子監控的情形範圍極廣。
二、考量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系統)未來使用的可能性

(一)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功效：

因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間的精確地點及時間的需要，GPS 讓電子監控設備更往前邁進一步，即藉由衛星的三角定位，傳送監控物體的即時確實位置所在；故將發射器配戴於被監視者的手腕中，權責監控機關即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時精確地追蹤被監視者的活動，而且不論被監視者是否在家，都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指出其所在的位置。所以，若能妥適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此新科技，必能在家庭暴力事件的制止，再犯罪發生以及審前交保被告脫逃的預防上，發揮極其重大的功能。
(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利與弊： 
雖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有如上述之諸多優點，但其建置成本與「RFID電子監控設備」相較之下顯然高出許多。這也是此次法務部決定電子監控設備應使用何種科技較為妥適之考量原因之一。事實上，目前除了美國少數幾州如佛羅里達等，另外還有英國有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應用在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大部分運用電子監控設備的其他國家並非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佛羅里達州因同時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RFID電子監控設備」系統，曾有一項研究係針對該州的假釋官員進行有關實施電子監控的經驗及二套系統孰優孰劣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一般認為「RFID電子監控設備」系統比較適合使用於非暴力犯罪的被告，但對於有暴力犯罪傾向的被告施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電子監控方式最為合適
。事實上，有些假釋官員甚至對於部分被誤導的法官將一些如交通違規的慣犯、票據犯、施用毒品常習犯等一般案件也命令施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電子監控方式多所抱怨。因為如此做法不僅耗費時間，也很浪費金錢，且對公共安全毫無助益
。 

 (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設定條件性採用建議： 

RFID電子監控設備系統確實是目前執行假釋被告電子監控之可行方式，但應考慮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電子監控方式列為未來的實施方向--因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擁有如下多種優點：廿四小時全天候、不受任何天氣的影響、全球覆蓋高達98%、三維定速定時高精確度、快速、省時、高效率，且應用廣泛、多功能，並可移動定位等等。然而，必須對不同的對象以不同的監控方式區別適用，才能真正有效達到電子監控的功能。如前所述，無線射頻辨識技術的電子監控系統，可適用於監控對象係實施宵禁或為確保被監控人在家之情形者，故此種監控方式對於就社區或特定被害人而言，危險性較低之被告最適用。但相反地，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可用以確實地監控及追蹤被監控人之所在及其是否進入禁區的蹤跡；因此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監控方式，應該限於被監控人之行蹤有被知悉的必要，且其目的在於能保護公眾或特定被害人的安全為宜。
三、妥適運用電子監控設備能節省大量司法經費

美國佛羅里達州以電子監控方式執行居家監禁替代入監執行曾顯著地為該州節省經費，合算起來超過每天每位受刑人約四十美元
。且由於電子監控系統的成本可以租賃方式建置，管轄機關也通常要求被監控人負擔執行電子監控的費用，故有些州在執行電子監控系統設備之計畫時，根本不需要實質的財政支出。例如佛羅里達州在West Palm Beach執行的電子監控計畫, 即聲稱「本郡未有任何實質支出」，且因不需要興建新的監禁收容場所，也使West Palm Beach在執行電子監控計畫之初之五年內至少節省了三十二萬美元的經費
。 再者，因被監控人不需在監執行，相較之下，當然有利其在外找工作維持家人之生計；如此一來，其家人也不需要另行依賴其他救助項目之社會福利津貼，還能因其有收入而繳稅。不過，電子監控計畫要能達到節省經費的目的，前提必須是電子監控計畫係常態性的執行。如果執行管轄機關建置了相關的設備，卻只零零星星地或間歇性地適用，則其執行電子監控的費用就可能會比將被告發監執行的費用還高得多。尤其當監控設備是以買賣而非租賃方式購置的情形，這種狀況就更明顯。這就好比一個人若買輛新車只是為了假日上教堂使用，所花費的成本當然比其需要上教堂時搭乘計程車的費用高多了。愈頻繁地使用所購新車，才能使該新車愈有投資的成本效益。要能節省經費，電子監控計畫必須完善規畫如何在前一受監控使用者的刑期屆滿後，能儘速地再使用該電子監控設備，保持該設備係在常態性的使用中。此外，不當的適用對象、未能持續維持電子監控設備的使用，或有其他突發的特殊狀況，都有可能增加電子監控計畫的成本支出或使其能夠節省經費的額度縮小。所以，若期待電子監控計畫能節省財政支出，必須在執行規畫之初就謹慎仔細思量，以績效管理模式在電子監控設備的每日運作功能上，規畫出明確的目的和指標，方能有效達到控制支出、節省經費的目的。   

四、電子監控設備只是對電子監控計畫實施對象增強監督的一種方式，倡議者或主事者應避免誇大電子監控計畫實施的效能 

由於電子監控設備這種新型態的科技工具確實有其吸引人之處，有些機關在決定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時，並沒有就其欲達成的計畫目標或如何運作等核心問題考量清楚。這樣的決策相當危險，也使立意良好的計畫有可能支離破碎，欠缺連貫性，甚而更造成社區安全的疑慮，並導致人民對其他的刑事司法政策信賴度有所不利影響。科技設備不應反客為主，變成「設備找計畫」的局面。會發出嗶嗶叫而且會閃閃發亮的時髦玩意兒，並不會使電子監控計畫執行成功；要想電子監控計畫能有效執行，最重要的關鍵是執行監控的工作人員。須瞭解，電子監控設備只是強化對受監控人監督的一種方法。此外，電子監控的成效不應過度吹噓。一旦低估了機器故障失靈的可能性，電子監控設備的成效很容易被不實際地誇大，縱使機器故障失靈是由製造廠商負責解決，但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仍然是執行工作人員的一大夢魘。如果在半夜，電子監控的警鈴聲響，為了確認受監控人是否真的違反相關規定以便能即時反應狀況，這個過程當然是必要的；但若一再發現是設備失誤造成警鈴誤響的話，對主管官員及工作人員的士氣及對此設備制度的信賴實是一大打擊。所以，主導執行的刑事司法體系官員或媒體都應避免對社會大眾過度吹捧電子監控的執行效果。對於電子監控的執行，以中肯的態度評估其利弊、優缺點、及責任義務，是較為中肯謹慎的做法。當然，為了使惱人的電子監控設備故障失誤的情形儘可能地降低，執行計畫的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在採用電子監控設備時，一定要仔細挑選產品堅固耐用測試良好，口碑信譽俱佳的廠商，避免採用後，卻在實務運作上屢屢因設備故障的困擾導致立意良好的制度執行失敗。 
五、須評估電子監控對於實施對象家庭的實質影響 

雖然大部分學者及電子監控計畫之受監控人認為以電子監控方式施以居家監禁，使受監控人可回歸家庭乃此種新科技實施的有利因素之一
, 但實際情形，卻是受監控人之家中成員及其家庭訪客都必須為其分擔因這種特殊監禁狀況所受處罰的負面效果。不斷的電話測試或到府訪視，為能確定受監控人是否在家或蒐集其在外執行成效的訊息，不僅影響受監控人的作息，也干擾到受監控人同住的家中成員。甚而，因被監控人不能隨意離家，致使家中其他成員不是得必須忍受被監控人始終在家的情況，就是得自行離家外出，遠離被監控人，以能獲得片刻休息的機會。就某些家庭而言，尤其是家中之被監控人確實有情緒上的問題者，這種狀況已隱約使被監控人家中其他成員的生活愈形困難。一些具體個案中發現，電子監控有可能會實質地引發家庭暴力事件。所以，一旦對特定被告決定適用電子監控設備，仔細評估電子監控對家庭的實際影響，並將此因素列入考量是相當重要的。 
六、電子監控計畫的規劃設計必須涵蓋對於實施對象可以負擔的收費情況考量 

由於目前臺灣的電子監控系統運用仍屬實驗性質階段，故並未對受監控人要求付費使用。然而，大多數在美國實施的電子監控計畫，是要求參與者即受監控人付費的，費用大約是每日五到十五美元的費率
。受監控人所付的費用多用來負擔電子監控設備的租用費，或是執行人員或各項監控事宜的行政費。以「使用者付費」及有利於政府財政的觀點而言，臺灣在未來的電子監控政策上若要能有效施展，要求受監控人分擔費用應係公平且為不可避免的趨勢。不過，若要求受監控人負擔的費用過高，會導致部分應受監控的對象無法參與電子監控計畫，亦即這些適格之對象或許就不得不予以羈押或發監執行。這又會使電子監控制度讓外界質疑是否變相成為讓有資力的被告或受刑人「用錢免牢獄」的話柄，事實上也的確不適當。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美國目前大部分的電子監控計畫，會設計出依各種不同狀況對象而有相應增減對照的執行監控費率；如此，即使是低收入戶的對象亦可適用電子監控計畫。雖然美國仍有某些州排除無法付費之人適用電子監控，但此種做法在美國是被質疑其合憲性的。個人認為，為了達到刑事司法制度實質公平的目的，在執行電子監控計畫時，仔細考量如何設計一個妥當適宜的相應增減對照執行監控費率表是有必要的。而且，宜明確規定電子監控之費用由受監控之使用者負擔。另外，應考量平等原則，不得因聲請者無力負擔電子監控之理由，否定其居家監禁之聲請；以分期付費的方式並適用相應增減對照的執行監控費率應可解決此問題。
七、修法建議

目前各國均視電子監控制度為輔助監視之方法，並不視其為獨立的強制處分﹐故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修正有關限制住居之條文規定﹐例如增加「為限制住居時﹐檢察官、法官得命輔以科技設備監控」等條文文字。另外，亦可視犯罪類型之需要，仿目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立法例，以個別立法之方式，如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刑法有關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章中，修訂運用電子監控制度之相關條文，並且在決定是否運用電子監控設備時，將相關權利涉及者之參與意願一併考量，包括被害者、受監控者之同居人，以及受監控者之學校、工作場所與其所屬社區之參與意見。而就受監控者之同居人方面，除事先徵得同意之外，刑事訴訟程序中「責付」之概念，或可引入電子監控制度，使受監控者之家人亦同力參與，以有利於此制度之實施成效。
伍、結論   

囿於監獄看守所的空間有限，造成人犯擁擠的問題，確實有需要有另一個安全、可實施且有效節省經費的收容替代方案。電子監控設備可運用於多種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情況，如審前交保被告以及有罪被告之緩刑、假釋或居家監禁等情形。運用追蹤系統，刑事司法機關可以監控其人所在位置，且可對於任何非授權許可的行動予以警告，以確保被告出庭接受審判或禁止被告接近被害人，也可避免假釋被告易於再犯。此外，電子監控計畫有利法院並提供被告有得以仍然保有工作、繼續課業、接受治療、社區服務以及即使在服刑中仍能與其家人同住的機會。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電子監控是目前除了入監以外最安全的監禁型式。雖然就刑事司法領域而言，電子監控還是一個新工具，但居家監禁施以電子監控的模式，在世界各地已愈來愈快速地廣為實施。而且因為更先進地使用GPS科技，也使得電子監控計畫更能迅速地滿足雖不須監禁，卻能節省經費又能有效保護社會大眾的轉向另一種方式的目的。然而，電子監控畢竟是以科技設備為本，沒有人能就這個對於刑事司法革命性的創新附加工具打包票或能對其未來發展有何明確的預測。而且，吾人必須認知，電子監控僅是作為人力輔助的方式之一，並非可完全取代執行監控或保護管束人力的作用和功能；因為執行成效應是取決於執行監控人員的負責態度和執行能力，能在狀況發生時即時判斷如何為有效作為來因應，而不是單純倚賴儀器設備的訊號即可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電子監控不能取代保護管束處分在教化方面的作為，否則予以啟發自新更生的功能將完全為懲罰功能所取代。

究竟電子監控計畫能不能奏效？到底能不能減少累犯率？或至少較監禁方式為優？由於目前尚缺乏足夠的研究資料，只能說就目前而言，電子監控是刑事司法政策工具箱內的一個新選項，而且這個新選項有非常大的未來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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